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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战后，随着新的国际形势发展，东南亚华侨华人骤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生存现实。新加坡
华侨郑武昌与其在潮安老家的未婚妻蔡丽惜的一封封批信中，便诉说着在出入境管理政策收缩的背景下，
二者不能相见之苦。1947—1953年，英国殖民政府统治下的新加坡当局对华侨华人出入境管控日益严苛，
英国殖民者对殖民地利益的维护，东南亚地区排华浪潮的影响，美国对新中国的怀疑与敌视，新加坡内部
住房资源紧张等多重因素共同推动了华侨华人出入境管理政策的收缩，并对华侨华人个体与新加坡社会
带来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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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与海外华侨华人的联系日益紧密。近年来，学界掀起了关于海外，
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史研究的热潮，涌现了一批相当显著的研究成果。东南亚各国的移民政策研究
是华侨华人史研究中的重要一环，华侨华人迁居他国，首要考虑的就是他国移民政策，而各国华侨华人出
入境管理政策作为移民政策的重要部分，紧密牵动着无数华侨华人的日常生产与生活。20世纪 40年代末
50年代初，在各方势力交叉渗透的东南亚地区，一项政策的演变往往与多方利益相关。“华侨问题不仅与少
数族裔、民族同化、排华反华等主题密切相关,它还涉及当事国之间以及当事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
关系。这种情况在冷战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①结合历史上的国际形势进行研究，是分析该时段华侨华人
出入境管理政策演变原因的关键所在。

战后，英国殖民政府统治下的新加坡处于英国、美国与马来亚共产党多方势力斡旋的中心，受到了各
方学者的关注。孟庆梓从新加坡华侨华人社会历史变迁、社会组织、社会文化等八个方面梳理了 20世纪末
至 21世纪初国内学界对新加坡华侨华人的研究成果②，对学界进一步充实新加坡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内
容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学者研究视角的取舍不同，目前学界对于新加坡华侨华人出入境管理政策的研究
散见于相关东南亚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著作与论文中：黄英湖在《战后华人新移民问题初探》一文中，对欧
美、东南亚的华人移民政策变化及影响进行了初步的分析③，对后续学者的研究具有启发性意义；暨南大学
东南亚研究所与广州华侨研究会共同出版的《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政策》一书认为，东南亚民族主
义的兴起与中国大陆解放是导致新加坡华侨华人出入境政策收缩的原因④，该观点具有合理性，但仅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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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东南亚地区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双边关系，未深入探究导致该政策收缩背后的多边关系，分析略显片面；
廖小健的《战后各国华侨华人政策》一书对战后新加坡的华侨华人政策进行了简短的介绍①，但其内容以通
史为主，未对政策的演变原因作深入剖析；温广益主编的《“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史》一书将该政策的演
变作为新加坡华人争取新加坡国籍与公民权的原因之一②；薛君度、曹云华主编的《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
迁》③与庄国土等著的《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变化》④皆将该政策的收缩作为研究新加坡华侨华人
社会地位变化的背景。

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多将 20世纪 40年代末至 50年代初的新加坡华侨华人出入境政策的演变作为华
侨华人社会转型、华侨华人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背景或注脚，内容偏重介绍而轻于分析，篇幅较为短小，对左
右该政策制定的多重原因缺乏整体性研究，亦未充分关照该政策的收缩对于华侨华人个体及其家庭的影
响。鉴于此，本文采用新史料与新视角，以广东省档案馆于 2021年底公布的第三批侨批档案作为切入点，
梳理 1947—1953年新加坡华侨华人出入境政策的演变过程，将该政策放在历史与国际关系的视角下进行
综合考察，系统地探析该政策在内外形势变动的共振下进行演变的多重原因，将个体微观角度与社会宏观
角度相结合，以期更为全面地看待该管理政策收缩所造成的深远影响，推动我们对这一时期新加坡华侨华
人出入境管理政策的理解与新加坡华侨华人历史生存处境的认识。

一、新加坡对华侨华人出入境管理政策的演变

1955—1956年，旅居新加坡的华侨郑武昌给远在潮州潮安老家的未婚妻蔡丽惜寄去了一封封批信，并
附上工作所得的些许钱款。其中，郑武昌在 1955年元月四日寄给蔡丽惜的侨批中写道：

……自从订婚之后，愿望早日回归，完却此事，谁料屡次发生枝节，以致一延二载有余，甚为遗憾……
而目前当地政府对归侨管制甚严，为欲回归，必须申请签证，方得回归……自从去年前往申请，不见回复，
一再询问，惟言候待调查，因此进退两难，有为归后不能来叻星，那时对于经济生活定必困难，伏乞妹汝详
察，候吾设法取的签证之后，火速回归。⑤

从信件内容来看，郑武昌与蔡丽惜早已订婚，郑武昌自 1952年便着手办理华侨回国所需的签证，欲回
潮安与蔡丽惜完婚，但受到当地政府对归侨出境管制的影响，郑武昌直至 1955年都未获得新加坡移民厅
颁发的回国签证。另一方面，郑武昌亦考虑到回国后不能返新的可能：“因本地政府对归侨回国，不欲发给
签证手续，归后不能再返……惟是长住之计，恐难维持。”⑥郑武昌担心倘若无法返新，一家人的生计便难以
维持，于是只能将自己出境回国的计划作罢。
郑武昌既然以华侨身份归国无望，便转而打算让未婚妻蔡丽惜移民入境新加坡。郑武昌为此多次前往

新加坡移民厅，并且花费高昂的人情费用为蔡丽惜办理入口证，但移民厅却以二者尚未结婚为由，拒绝颁
发入口证：“入口证一事尚未完妥，此事实是最为令人愤恨……彼言在十二月当可完妥手续，余闻之甚为欢
慰。岂料及后因查出汝吾尚未结婚，不能为愿”⑦“……因汝吾未结婚，前往申请被政府人员诸多留难，目前
由人色办花去银项甚多……”⑧至此，蔡丽惜以郑武昌未婚妻的身份移民新加坡的计划也失败了。

20世纪 50年代前期，郑武昌无法从新加坡出境回国，其未婚妻蔡丽惜亦无法移民入境新加坡，实质上
反映的是当时新加坡华侨群体无法返回祖国，华侨华人亦无法从祖国入境新加坡的窘境。1947年 9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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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薛君度，曹云华主编：《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迁》，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第 147—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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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殖民政府曾在新加坡颁布《新加坡入境新条例》：“规定凡申请作为移民亲属入境者，仅限于以下 4种身
份：（1）曾在马来亚居留的侨民；（2）在新加坡的侨民的妻子或未婚妻；（3）在新加坡的侨民的未成年子女；
（4）在新加坡的侨民的高龄父母。”①按此条例，1947年末蔡丽惜完全可以凭移民亲属的身份入境新加坡，
但短短几年内，新加坡政府对华侨华人出入境的管理政策却急剧地收缩，对当时华侨华人的生活带来了极
大的不便。

1948年，新加坡为英国皇家直属殖民地，与马来亚联合邦在同一殖民体系下实行分治。1948年 3月，
新加坡连姓华侨仍可回到祖国，在江浙一带进行自由参观访问，并于 5月中旬顺利返回新加坡，期间还在
《南洋商报》上连载两则《祖国行纪》②。可见英殖民政府接管新马时，华侨的出入境及其活动并未受到太大
影响。1948年 6月，马共发动武装斗争活动，以此反对英殖民者，其斗争行动遭到了英方的强力镇压，英殖
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宣布马来亚联合邦进入紧急状态，几天后，该紧急状态扩展至新加坡。
新加坡华侨华人首当其冲地受到了镇压马共的影响。1948年下半年始，紧急状态下的新加坡当局对华

侨华人出入境管理逐渐严密，增加了一系列对华侨华人出入境限制措施：大幅增加外侨入境费，手续费由
原来的五元增至二十元，直接增加了三倍的费用负担③；对华侨眷属入口准证从严办理，使得侨眷移民入境
十分困难④；压缩华侨居留证时限，外侨须持居留证出境回国，英人回国时长可达六个月，而华侨只有三个
月，居留证一旦过期，便被拒绝入境⑤。短时期内，多种针对华侨华人出入境的管控措施齐发，无不显示出新
加坡当局对华侨华人的苛刻待遇，这类行径引起了新加坡华侨强烈的愤懑：

……如所周知，本坡移民厅所采取之行动，类似一种重压手段……现在当局一面宣称民主政治与各民
族平等自由，一方面对华人加以歧视，当局将何以自圆其说？⑥

但新加坡当局无视华侨华人群体的利益诉求，继续收紧针对华侨华人的出入境管理政策。1950年 10
月，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联合发表《星马护照（修正）条例》：“凡属当地外侨，于离马后欲重返马来亚与新
加坡，除持有效之入境证外，尚须获有返马之签证。每一签证收费叻币七元。”⑦之前华侨华人出入境仅使用
居留证，凡持有居留证者，因经商、旅行、探亲等原因离开新马，都可返回，无须办理其他手续。新加坡移民
厅在华侨居留证时限上的压缩，尚且给华侨出境带来不便，而新推行的“入境（口）证”“回境签证”无疑给华
侨往返两地造成了更大的困难。1952年 11月，新加坡移民局局长赫斯华氏在记者招待会中宣布，新加坡将
实施新移民统制法，并明确指出，该法案主要针对占新加坡人口绝对多数的华侨：“但在本坡出生或在本坡
归化之英籍民，则未受此将实施之新移民统制法令所影响。”⑧该法案重新宣布了能够移民入境的华人类
型：“……而能申请来星者，亦只限于对本坡经济，工商业，社会福利工作（大体属于教会中人）及教育有关
人士。”⑨但移民局对“有关人士”的界定语焉不详，在移民厅制定的模糊标准下，华人移民基本都难以符合
所谓的“有关人士”标准。1953年 8月，该新移民统制法案生效，华侨华人出入境受严厉限制，离境一年者将
不准入境新加坡，并严禁外侨赴中国大陆，如擅自前往中国大陆，返回新加坡时将要遭到当局扣押⑩。

二、新加坡华侨华人出入境管理政策收缩的原因

1947年，新加坡籍华人总数达 729.5万，占新加坡总人口的 77.8%，为新加坡人口的主体民族11�。而英殖

①周南京：《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 825页。
②[新]《祖国行纪》，《南洋商报》1948年 5月 26日，第 3版。
③[新]《反对增加入境费》，《南洋商报》1949年 5月 7日，第 1版。
④[新]《吁请当局宽放华侨眷属入境》，《南洋商报》1949年 6月 22日，第 1版。
⑤⑥[新]《居留证问题》，《南洋商报》1949年 8月 24日，第 1版。
⑦[新]《移民统制法令草案在宪报公布》，《南洋商报》1950年 10月 3日，第 5版。
⑧⑨[新]《本坡将继联合邦后实施新移民法令严格管制外侨移民入境》，《星洲日报》1952年 11月 27日，第 5版。
⑩温广益主编：《“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第 63页。
11�陈列：《浅谈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结构的变化》，《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7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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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粉玲：《1930年—1957年间马来亚共产党的主要活动》，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 23页。
②庞卫东：《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合并与分离研究：1945—196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 57页。
③D.G.E.霍尔：《东南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 939页。
④田兴利：《新加坡产业结构调整研究（1959—1996）》，云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 21页。
⑤该数据根据 M. V.Del. Tufo,Malaya: A Report on the 1947 Census of Census of Population,London,1949,Table 78计算。第一

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加工业、制造业；第三产业包括商业、金融业、建筑服务业等。
⑥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 487页。

民统治下的新加坡政府对华侨华人出入境的管理却逐渐严苛，近乎“一刀切”的政策不仅冲击着新加坡的
华侨社会，更冲击着主要由华侨华人所支撑着的新加坡经济。但英殖民政府在明知会触犯新加坡整体社会
利益的情况下，仍旧选择了对华侨华人出入境严加管控，其背后有着多方面、深层次的原因。
（一）英国为保持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利益
二战后，英国根据战时制定的计划重组马来亚联邦，但因遭到苏丹和马来人的反对而失败。1948年 2

月，英殖民政府宣布成立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仍为英国皇家直属殖民地。马来亚联合邦的新宪制偏袒马
来人的利益，遭到了除保守的马来民族主义者之外的政治力量的一致反对，马共乘机发动武装斗争，新马
工人运动亦蓬勃展开，冲击着英殖民统治。在马来亚政局动荡的情况下，英方在新马两地颁布“紧急法令”，
对马共和相关革命政党进行大肆逮捕。
马共的斗争直接导致了新马两地华侨华人出入境政策的急剧转变。一方面，马共里华人占了大多数；

另一方面，马共由于遭到镇压，其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或农村，利益受损的华侨华人对马共抱有同情：“居住
在偏远地区的华人最容易接受马共的宣传，他们给游击队提供食物、情报和招募成员。”①华人对马共的帮
助，乃至有部分华人加入马共进行反英运动，为英殖民者所不容。英殖民政府为维护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
殖民利益，对殖民地上的华侨华人进行严密的控制，限制华侨华人的出入境活动便是其手段之一，主要目
的在于切断华侨华人与祖国的联系，防止马共对英殖民政府更大的威胁。

英国殖民政府为了对抗马共,采取了“宁杀错，不放过”的政策,将住在新马乡区、森林边缘及郊区的华
人,都当作是马共的支持者，甚至曾想将 50万名华人遣送回中国②。但由于英殖民政府无此经济实力，且在
新的国内外形势变动下，英国殖民政府只得选择将华侨华人就地留困，严密管制其出入境。

1949年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英方对新马华人的遣返更加难以进行。1950年 6月，朝鲜战争爆
发，马来亚地区的橡胶业与锡矿业出口额大涨，至 1950年底，橡胶的出口值已是战前的 3倍，锡矿产量也
远超出战前水平。外汇收入也从 1948年的 5.19亿美元迅速增至 1950年的 11.95亿美元③。新加坡受地理
条件的限制，当时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转口贸易与金融服务，由于转口贸易利润丰厚，英国殖民者在新
加坡极力扶植转口贸易：“新加坡以马来半岛等地盛产的锡、橡胶等为主要的转口商品，因此，炼锡和橡胶
加工业在新加坡发展迅速……1950年，新加坡锡和橡胶的出口占 53.29%。”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国内
经济亟待恢复发展，因而英国政府大力扶植海外殖民地经济发展为国内提供资本。据统计，在战后东南亚
地区的华侨华人就业总人口中，马来亚联合邦华侨华人有 49.34%从事第一产业，18.6%从事第二产业，
32.6%从事第三产业⑤，其中从事职业的榜首为橡胶种植业。新加坡华侨华人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占
9.47%，从事第二产业占 22.72%，从事第三产业占 67.81%⑥。由华工作为主要劳动力的锡胶业不仅是新加坡
转口贸易的命脉，更成为英殖民政府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人欢欣鼓舞，不少人回国
参加新中国建设，尤其是东南亚华人掀起了一股回国热潮，为保障劳动力的供应持续稳定，英国殖民政府
在新、马两地进一步加强了对华侨华人出境的管制。

英殖民者在东南亚地区为了维护殖民地利益，一方面要保有自身在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地位与绝对话
语权，在地理空间上对华侨华人与祖国进行强制切割，防止二者相互联系而推动当地的反殖民运动；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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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九龙：《战后东南亚排华探究———以马来西亚、印尼为案例的分析》，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 1页。
②[新]《移民厅长昨招待记者谈新移民法令》，《星洲日报》1953年 6月 24日，第 5版。
③[新]《本年五百余人被驱逐出境华侨处境益难美联社特约记者指出“回到中国去”之运动正在被采用》，《南洋商报》，

1948年 10月 2日，第 5版。
④[新]《居留证问题》，《南洋商报》1949年 8月 24日，第 1版。
⑤张焕萍：《再论冷战初期美国对东南亚华人的宣传战（1949—1964）》，《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 1期。
⑥Johannes R.Lombardo：“A Mission of Espionage, Intelligence and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The American Consulate in Hong

Kong, 1949-1964”, The Clandestine Cold War in Asia, 1945-65, Western Intelligence, Propaganda and Special Operations, London
and Portland,2000.转引自张焕萍：《再论冷战初期美国对东南亚华人的宣传战（1949—1964）》，《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 1期。

⑦[新]《本年五百余人被驱逐出境华侨处境日益艰难，美联社特约记者指出“回到中国去”之运动正在被采用》，《南洋商
报》1948年 10月 2日，第 5版。

方面要维护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利益，在“紧急状态”下严格限制新马两地的华侨华人流出，保证以华
工为主的人力资源整体规模，维护东南亚地区锡胶业的生产、出口，从而获得高昂的美元收入。于是，新加
坡作为华人人口为主的城市和大型转口贸易的中心，英国殖民政府不得不在此推行和马来亚联合邦一样
严苛的限制华侨华人出入境的政策。
（二）东南亚地区的排华与恐共浪潮交织
二战后，东南亚地区逐渐掀起了排华浪潮，而欧美国家在东南亚地区的反华、恐共宣传，使得东南亚地

区的排华浪潮与恐共心理相互交织。新加坡当局对华侨华人出入境管理政策在几年时间内迅速严密，是东
南亚地区对华侨华人的排斥态度的体现，也是美国对新中国敌视的结果。

二战后，东南亚各国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东南亚各民族国家，为了自己族群的尊严和荣誉，为了洗
刷殖民地时代的屈辱，他们在战后纷纷要建立自己的种族支配地位……原住民群体建构种族支配地位的
愿望与华人在经济上尤其是私人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形成冲突，在这种情境下，华人必然遭到排斥。”①当
时的马来亚、越南、印尼多地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排华事件，排华情绪在东南亚地区逐渐蔓延。华人在经济
领域上的优越地位，与新加坡争取民族独立的需求相冲突，新加坡移民厅长就曾高调宣布，实施新移民法
的目的就在于控制外侨入境，培养新加坡人才，令新加坡人担负起新加坡的重要职务，从事专门职业，从而
维护新加坡本地人的利益②。

1948年始，英国殖民政府统治下的马来亚联合邦与新加坡趁势鼓吹“回到中国去”运动③，一方面驱逐
国内的“共党”，其中多数系华人；一方面严厉限制华侨从祖国返新，拒绝华人移民入境，许多华人在新加坡
移民厅办理入口证时遭到官员的强硬拒绝：“据称，移民厅官员曾公然告诉若辈申请者，政府不喜欢中国人
居留此邦，回中国最好不要重来。”④

美苏冷战爆发后，东南亚地区的形势因美国势力的渗透变得更加风云诡谲。冷战初期，美国即关注到
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1949年初，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命人起草了《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指
出东南亚不仅是橡胶、锡矿、石油等重要原料的产地，还是沟通东西、南北半球交通的十字路口，对美国至
关重要⑤。“如果共产主义席卷东南亚，美国必会遭受政治上的大溃退。”⑥因而美国极力在东南亚地区推进
反共宣传，巩固西方阵营，保证他国对美国持友好态度。

新加坡当局对于华侨华人的防备心理与敌视态度，导致对华侨华人出入境政策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收
缩，《南洋商报》发表了对华侨华人被限制出入境一事的社论：“东南亚的国家主义者，包括此间多数欧籍人
民亦认为，中国对于此类小国家，系属于一种潜伏着的威胁。他们深恐一旦英、法、荷撤退，或者中国统一，
转变其视线于南方时，华人第五纵队，势将出动。”⑦直指限制华侨华人入境的措施源于东南亚各国对华人
及恐共心理。东南亚地区的排华与恐共两种思想汇合成了一股强大的浪潮，华侨华人在此种浪潮的强势冲
击包围下，境况日益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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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新]《新嘉坡当局对复员华侨入境采取宽大同情策》，《南洋商报》1947年 1月 17日，第 5版。
④宋培军，张秋霞：《居者有其屋：二战后新加坡组屋政策探析》，《世界历史》2016年第 2期。
⑤⑥[新]《外侨申请入境者大半遭拒绝，移民厅官员对记者谈不能准许大批移民入境原因》，《南洋商报》1947年 11月 11

日，第 2版。
⑦Diane K.Mauzy and R.S.Milne, Singapore Politics Under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London: Routledge Publishing Press, 2002,

p.122.
⑧[新]《当局将加强移民政策，此移民新法案将在立法会议提出》，《南洋商报》1950年 2月 27日，第 5版。
⑨密素敏：《从移民书信看华侨家庭的跨国互动》，《八桂侨刊》2015年第 4期。

（三）新加坡内部资源的短缺
新加坡地狭人稠，贫乏的自然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华人移民入境。二战时，日军占领新加坡并采

取种族清洗政策，大批华侨被屠杀、贩卖，幸存者多逃难他国，新加坡的经济遭到了极大摧残。1946年，英殖
民政府接管新加坡后，便着手恢复饱经摧残的新加坡经济。同时，中国境内国共内战爆发，大批华人为躲避
战乱而选择移民，华侨复员亦想返回东南亚地区，新加坡政府对此采取了相关措施接收华人移民与复员华
侨。1947年 1月，新加坡福利部部长宣布：“本机关已在新加坡部署接待及处置此辈遣配返故居之人士，其
中包括男子及妇孺，与移民厅商议入境通融办法。”①当时的英殖民政府为吸纳华侨华人劳动力重建新加
坡，对华人移民采取宽松的入境办理政策，“对于证明书之有无，以及在马住址调查并不斤斤计较”②，对复员
华侨则准备了譬如施打疫苗、建立招待所、购买车票等一系列接待措施③。
随着大批的移民涌入，新加坡面临突出的住房缺乏问题，尤其表现为城市住房问题。新加坡人口拥挤、

住房短缺的现象早在 20世纪初就出现了，这种情况随着 20世纪 40年代末 50年代初华人、印度人、马来人
移民的大量流入而加剧④。华人移民有寻亲靠友的传统，华人在当地站稳脚跟后，往往会将一家老小接到居
住国，于新加坡而言，这意味着将进一步加剧当地的“屋荒”现象。住房问题直接导致英殖民当局扭转对移民
入境的态度，1947年 11月，《南洋商报》报道：“现时每月中向移民厅申请入境宗数，虽以数百计，但每月遭
拒绝发给入境文件，约占八十巴仙之众。”⑤早在 1948年 6月英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限制华侨华人出
入境前，新加坡当地房屋资源短缺的窘境已然显露：“昨日据移民厅赫斯华氏称，本坡目前房屋仍甚短缺，粮
食供应情形复继呈不稳定，故不能即时准许大批移民入境。”⑥“屋荒”显然是促使新加坡移民厅收紧入境政
策，以降低移民规模的重要原因之一。
面对日益严重的“屋荒”，英殖民政府并没有选择“开源”，战后殖民地独立运动的临近,英国殖民政府不

愿把大量资金投在新加坡的基础设施上⑦，因而英殖民政府便只能选择“节流”，控制外来移民入境新加坡：
“此项（指新移民法案）有造成一种稳定人口之倾向，而此项稳定，在政府方面认为于其筹划长期之教育，保
健及屋宇各般设计上，颇有重要性。”⑧

三、新加坡华侨华人出入境管理政策收缩的影响

1947—1953年，新加坡对华侨华人出入境管理政策经历了一个急剧收缩的过程，该政策的骤然收缩，
对新加坡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政策下至民间，新加坡无数的华侨华人承担着新政策所带来的后果。本
文试从个体与社会两个角度进行考察，以求更全面地看待该政策的实际运行影响。

就个体而言，海外谋生的华侨往往肩负着改善家人生活的重任，他们通过书信与家乡亲友保持联系并
汇去钱款，其书信真实地记录了海外华侨的生存境况。侨批的发掘整理和应用有助于我们从底层社会的视
角关注普通华侨的移民史以及由此带来的华侨家庭的命运变迁⑨。以郑武昌侨批为例，可以为我们生动而具
体地再现新加坡对华侨华人出入境管理限制政策对个体的影响。
新加坡对华侨出境的严密控制，以至于郑武昌尚且不能以完婚为由出境，而 1953年新加坡移民统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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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夫郑武昌寄蔡丽惜收侨信（内信）》，1956年 2月，第 197-012-00699号。
③《夫郑武昌寄蔡丽惜收侨信（内信）》，1956年 1月，第 197-012-00649号。
④《夫郑武昌寄蔡丽惜收侨信（内信）》，1955年 10月，第 197-012-00645号。
⑤《夫郑武昌寄蔡丽惜收侨信（内信）》，1956年 2月，第 197-012-00709号。
⑥薛君度，曹云华主编：《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迁》，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第 158页。

案的颁布，又使得蔡丽惜入境新加坡再无可能。郑武昌与其友松炎叔商议后，便决定让蔡丽惜与其单身同
乡“潮彬老叔”结婚，蔡丽惜与潮彬叔以夫妻名义于马来亚柔佛州另行申请入境：“由松炎叔设法，由潮彬叔
之名义往马来联邦进行申请，一来自己乡人；二来潮彬叔与吾感情尚为要好，正能得彼之同意。”①“因马来
联邦政府对于申请入口字，为无婚书及证明书不能接受办理……耵以惟有假潮彬叔之名字，前往代为申请
较有希望，因彼有回唐大字，且星洲移民厅并无存底，前往申请较为容易。”②郑武昌在侨批中称蔡丽惜为
“丽惜吾妹”，可见蔡丽惜的年龄较郑武昌小，而潮彬叔则是与蔡丽惜不同辈分的老人：“内挟影片即潮彬
叔”“另者觅一老人与汝同摄一相片，如你家中有这样老人亦可”③郑武昌与未婚妻蔡丽惜皆受新加坡出入
境管理政策的节制，二者为求团圆，蔡丽惜只得选择跟一位陌生老人结婚。从郑武昌多次写信劝说、催促蔡
丽惜推断，蔡丽惜应对与潮彬叔结婚一事怀有一定的抵触情绪，但在郑武昌的不断劝说下，蔡丽惜还是将
与潮彬叔办理的婚书寄去了新加坡。在这一批郑武昌侨批档案的结尾，蔡丽惜虽与潮彬叔结婚，但因证明
书仍未办妥，难以获得马来亚的入口签证。

郑武昌与蔡丽惜的困境，实际上是千千万万个华侨家庭的缩影。华人的家庭观念极深，以家庭团聚为
天伦之一大乐事，但华侨华人出入境十分困难，侨眷又难以移民入境与亲人团圆，这不啻于将两个家庭一
分为二，只徒增双方劳念而无法团聚。蔡丽惜因数年不得与郑武昌见面，陷入了长期的消极情绪中，郑武昌
只得写信相劝：“另者来信言及终日想念，不能与吾会合……想开一点，不要太过悲观。”④但不久后郑武昌
也不得不承认世事多艰，在信中也显露出消极的情绪：“千言万语集于笔下，惟怨命却而已。”⑤

郑武昌和蔡丽惜因政策收缩导致难以团聚的事件在当时并非孤例。由于该政策给华侨与侨眷造成了
极大的影响，华人参事局议员施佩蓉女士便向新加坡总督金森提出了“华人家属由中国来星入口准证之发
给”提案，在其中说道：

现在国内局势不宁，在国内之华人眷属，大都为年老之双亲及妻室与子女，渠等之处境困难，
可以想象，并且万一战事蔓延，安全亦将发生问题……国内侨眷，多数籍此间接济其生活，目前汇
疑殆将断绝，交通亦日形困难，如渠等之眷属不获准南来，则生活必将发生问题……
华人参事局的提案陈词，亦切实地反映了出入境管理政策对华侨华人个体及其家庭命运的深远影响。

从微观的角度入手，有助于推动对当时新加坡出入境政策的全面理解，勾勒出华侨华人在该政策下的生存
处境，构建更为完整的新加坡华侨华人历史。
从社会角度看，该政策的演变给新加坡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崔贵强在《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

一书中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15年间，是新马华人在政治上认同中国转为认同于居住国的时期，而第一
阶段（1945—1949），大多数华人仍认同于中国，而不愿认同于居住国；第二阶段（1950—1955）为华人国家
认同转向的过渡期；第三阶段（1956—1959），华人基本上转为认同于居住国。学界对新马华人国家认同转
变的原因研究已汗牛充栋，多数研究认为新马限制华侨华人出入境的一系列措施是造成其认同转变的重
要原因之一。“这样一来，故国归不得，‘归去来兮’已成绝唱，这更加深了华人在当地落地生根，终老于斯的
观念。不管是为自己及子孙计，争取成为当地居民，是必然的趋势”⑥

1953年，新加坡当局颁布的移民统制法令，严格限制华侨华人赴中共地区：“据氏（新加坡移民统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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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斯华氏）谓，本坡与中国间之往来，仍受严格之限制，实行新移民法之目的，与一九五零年所实行之回马
签证，依然一样……”①这一法令对新加坡华人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与祖国的联系忽然间被斩断，
加之东南亚地区排华浪潮此起彼伏，华侨华人的私人财产受到侵犯，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此情此景都促
使新加坡华人扭转侨民心态，致力于追求本地认同，积极追求在新加坡的政治权利，他们唯有取得当地公
民权，或加入英籍，才能享受保护的公民权益②。

四、结语

处在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交汇的关键时间点上，新加坡对华侨华人政策的演变并不只是新加坡与中国
大陆一对一的互动，而是在多方势力相互作用下共同推动的结果，其中蕴含了英殖民者为维护殖民统治镇
压马共的需要，为保障殖民经济利益，控制人力资源，维系锡胶业生产的考量，亦有东南亚各民族追求民族
自尊、民族独立产生的排华浪潮影响，导致新加坡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对华侨华人出入境的限制。复杂的国
际形势加上新加坡内部住房资源匮乏，使得外侨入境规模被新加坡当局有意识地加以控制。
多重因素下，新加坡当局对华侨华人出入境的限制更为严厉，中国大陆赴新移民也逐渐进入低潮。这

一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下至个人，由于出入境政策的限制，华侨华人在新遭受政治与经济上的双重排挤，侨
眷在中国境内亦受到某些政策的影响，双方虽处境艰难，却因政策限制不得相会，对双方身体与心灵都造
成了沉重的打击。而新加坡华侨华人亦因出入境政策的收缩，导致与祖国联系的纽带被切断，这一政策演
变促进了新加坡华侨华人的政治觉醒，华人新的国家认同意识经过重塑，逐渐由认同中国转为认同于新加
坡，推动了新加坡华侨社会的发展。

本文以宏观的历史国际局势变迁与微观的个体经历相结合，探讨了1947—1953年新加坡对华侨华人
出入境政策演变的过程及造成其演变多层次原因，并总结该变化给新加坡华侨华人个体与新加坡社会所带
来的影响，以期能够进一步推动对新加坡华侨华人问题的全面认识，厘清东南亚华侨华人历史的发展脉络。

（责任编辑：郑春玲）

- 50 -


